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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民族文化昌言 

 

盛邦和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062） 

 

提要：章太炎宣传“国粹”，主张建立适应新世纪、新形势的新民族文化，于 20世纪文化建设至关要紧的“民

族取向”课题，作出了规划；强调宗教尤其是佛教对于建立中国人道德信仰世界的重要，就文化重构的“多元

融合”与“思想配伍”问题，提出了建言；对孔子发起攻势而对诸子学说多作张扬，其实效乃撤散孔家宫殿，

冲淡孔子权威，为 20 世纪中国文化建筑破旧立新，做了清扫“地基”、抉择“建材”的工作，其内蕴精髓与此

后的五四精神实已发生无形的联系。 

关键词：章太炎 ;  民族文化 ;  现代文化建设 

中图文献号： K25      文献标识码：A 

 

 

辛亥革命前十年是章太炎一生的重要活动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的主要时代任务是“反

清”、“革命”。章太炎不是一个纯然的书斋学者，他际会时代，积极应答历史的课题。由此，其

学说所围绕的主题，亦是“革命”与“民族”（亦可说是“种族”与“种性”）。
1
从文化建设的

角度观察，他主张“以国粹激动种性”，并提出独特的宗教观，以期在中国建立新世纪的信仰世

界。 

 

一、“国光“与“种性” 

 

上天将国粹付予，自我章炳麟初生而到于今，“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

不任宅其位，系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缺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 

章太炎对天长叹，自觉天降大任，一个无以推却的“天职”落在肩头：承续国统，光大国

粹。他获得如此的生命憬悟，激发无限的激越之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新其统绪国

故民纪绝于吾手，是则余之罪也！”中国之学“闳硕壮美”，倘若断绝己手，其“罪”难赦。
[1] 

章太炎在《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中曾对为什么主张国粹思想有一个说明： 

相我子孙，宣扬国光，昭彻民听，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以底虏酋爱新觉罗氏

之命。扫除腥膻，建立民国，家给人寿，四裔来享。呜呼！发扬蹈厉之音作而民兴起，我

先皇亦永有攸归。
[2]
 

显见他宣传“国粹”，为要“同心戮力”，以达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目的，“国粹”与“革

命”由此发生深刻的内在联系。他心中自有一个“文化天下”观，文化即是天下，“天下”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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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因有其文化，方有其“天下”，因有其“天下”，方有其国家，有其民族，有其种群。惟

有文化的自觉，国虽亡将可以再起，族不灭将其永兴。他明言发动“国粹”运动的目的乃“以

国粹激动种性”，他说的是“种性”，是“民族之性”，民族的精髓与灵魂。此一精髓与灵魂有时

会麻木与沉沦，要靠一样东西去激动与惊醒，就是“国粹”。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会上，他设问：“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国粹？”接着自答：不是要人

尊信孔教，而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广义上说，实可从三个方面加以

表述，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 

他批评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方人所差甚远，“因此他不晓得中国的长

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中国的长处，晓得中国的历

史，即使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情，也必定风发泉涌。 

他建言，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中国历史上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

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若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

亭林要想排斥满州，却无兵力，就到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
[3]
 

研究章太炎，笔者所思：一个国家向现代化转型时，从社会与政治层面说，必须是“民族”

的,必须做到民族独立，民族自觉，且拥有民族自决的基本权利。为什么反清革命具有历史的大

意义，因为这个革命的目的，从最初意义上说是为了实现中国真正的“民族化”。 

从文化与精神层面上看，一个国家走上现代化的历程，必须打点它的精神行装，这种“精

神”也必须是“民族”的。一个民族没有“精神”，将无法走好现代化的道路。没有“没有传统

的现代化”。假定所有的精神全然是外国的，将因失去民族的自尊自信，被排斥于世界之林。章

太炎在 20 世纪初就意识到“全盘欧化”的危害，就责成中国人认识建立民族文化的重要，并作

了许多切实的努力，所以我们说他对中国文化建设有贡献， 

郭湛波曾说：综观章太炎一生学术路径乃由尊孔读经到考证经学、史学，由考证经学、史

学到考证诸子，由考证诸子之书到研究诸子学术思想，由研究秦汉以前诸子学说思想起，而推

翻孔孟学术思想之独尊。他又说，章集清代考证学之大成，开近代诸子学之先河，这是章太炎

在思想史上的贡献。
[4](p57) 

由此可见，章太炎的学问离不开“考证”，主要则对“诸子”史料与思想探究与认定。考证

的目的也非常清楚，前期是为“尊孔”，后期则是反对孔子的“独尊”。如果说，康有为是近现

代今文经的代表，章太炎则是古文经的代表，他将清乾嘉学风推进到一个新高度，通过辨析中

国古典，在中国文化建设史上别具创获。 

胡适对章太炎的考证工作及所从事的“国故学”多有赞词，肯定“章太炎是清代学术史的

押阵大将”，对章所著《国故论衡》与《检论》格外重视，以为：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有七

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得上是“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

只是结集，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太炎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中的一部了。他的

古文学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有思想与组织力的。故态度著作在内容与形式的两个方面都称得

上是“成一家之言”。
[5] 

如果说，中国传统汉学家以至乾嘉学派的考证多辨事由而少义理，章太炎则在他们的基础

上向前迈进了一步。他著《诸子学略说》以为，学问有主观之学与客观之学。说经之学中有疏

证学，本应该是客观之学，主要功能考其典章制度与事迹，而对所考释内容是非，“且勿论”。

自然这种学问意在考求真实，本该“博览传记”，但以后的学问家，常是“唯守一家之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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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他们的学问往往流于一己之见，终至走向作为“客观之学”原来意义的反面。及至后世

“党同妒真”，其求真功能进一步丧失，“客观之学，必不能就”。
 [6]

 

可见章太炎对中国经学与经学史是持保留意见的。他笔锋一转，对诸子学表现出另一种态

度，以为诸子学不是客观之学而是主观之学，不是考释之学而是义理之学。“意在寻求义理”，

不在“考迹异同”。因此诸子对社会必有更密切的参与与具体的贡献。“诸子”的学术天地宽泛

广阔，自立其宗，坚持己见，且“虽异己”亦“必睹其籍”。章倡言研究诸子必读诸子原著，求

诸子之原理，“是故言诸子，必以周秦为主”。 

从以上思想出发，章太炎不囿古文经的固定范围，加强对诸子思想学术的考释研求，并做

出成绩。《訄书》中即包括一组先秦学术史论，如有《尊荀》、《儒墨》、《儒道》、《儒法》、《儒侠》、

《儒兵》与《独圣》等。
2 

 

二、 孔子的批评 

 

1906 年 10 月 7 日，《国粹学报》丙午年第 9 号出版。章太炎所撰《诸子学略说》刊毕，即

是《国学讲习会略说》中的《论诸子学》。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孔子进行了批评。 

盖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

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子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

者，愈违其解故。故中国之学，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
[6] 

章太炎反对中国学“病在支离”的说法，以为中国学病不在“支离”而在“汗漫”。造成这

种情况的原因固然是多种多样，而其中主要原因乃在汉武以后一尊孔子。蒙锢承蔽，因袭旧说，

虽有“放言高论”，无免援引孔子，牵强附会、“妄为皮傅”。如此学风形成，使孔学最终“失其

本真”。可见他对中国学说自汉武以来“一尊孔子”，乃抱反感与反对的态度。章太炎是一个国

粹主义者，然言“国粹”，思想并不保守，并不是尊孔派。他于孔学分解分析，提出特有的孔子

观。 

在他看来，儒家思想经过数千年演变，病理显见，困境重重。他论“儒家之病”，病在“以

富贵利禄为心”，“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
[6] 

事实正是，儒家学说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本质是“政治说”，“统治学”。其学术意识与问题取

向与政治须臾不离。孔子终身所为所思，上求政权稳定，下使民众安定。他立在“治者”的一

边，为他们说话，为他们献策。他教书育人的目的惟向封建政府输送“吏材”。他的思想为以后

统治阶级所推崇，原因就在这里。是故，“儒家者流，热中趋利，故未有不兼纵横者”，“儒家不

兼纵横，则不能取富贵。”
[6] 

章太炎论：孔子所想有一个“官”在 ，有一个“富贵利禄”在。其学问只是实用，只是“取

时”，只是多变，为使统治者使用时得心应手。“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时而变，故

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6]
对真理的追求当是学问的终究目的，孔子“趋时”，使其

学问鲜有真理的热情，客观的尊重，从而“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章太炎又论孔子“中庸”，

“所谓中庸，实无异于乡愿”。孔子反对乡愿思想，然其“中庸”说，正是诱导人们奉行“乡

愿”哲学。如果说“乡愿”，“没身里巷”，仅为一乡之“愿人”，影响非巨，那么习“中庸”

而居庙堂之高者，而为“国愿”，对国家民族则遗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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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尽管章太炎对孔子、儒学，有以上言论，但将他的思想与“五四”思想家论比，仍

有重大区别。他批孔但又保孔，承认“孔子之功则有矣”，否定鬼怪之说而务人事，变“世官之

学而及平民”则为一也。 

 

三、 哲学、宗教，“发起信心” 

 

中江兆民说日本是一个“没有哲学”的国家，是否也可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

其实这两个说法都具明显的偏颇性。日本有哲学，只是自江户时代以来，其占主导地位的“哲

学”，即“理学”是经过改造的中国哲学。 

中国有宗教，道教与禅宗都可以说是中国宗教。还须看到：宗教在中国历代文化变迁历史

上实发生过重要作用。明显的例证是佛教尤其禅宗影响的结果，最终使中国儒学吸纳释理，发

生明代儒学变革，产生以理学与心学为代表的新儒学 

然而提出这个问题又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从什么角度去理解“中国无宗教”？ 

从世界范围来说，无论基督教文化区、佛教文化区或伊斯兰教文化区，整合其文化区的都

是宗教。无宗教则没有诸世界文化区的形成与划分。惟东亚，整合文化区的不是宗教而是哲学，

即儒学。宗教，无论禅宗与道教，在东亚地区尤其在中国所具备的是文化边缘的“身份”（惟日

本神道教于明治维新以后与儒学、佛教相合，成国教体系）。 

中国文化先辈注意到以上问题，康有为提出设孔教议，历史的原因使其孔教梦终究破产。

然而人们还是在努力思考宗教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意义。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合神、儒、释为一

道，建立“国教体系”，对中国知识界也是一个直接的刺激，故在中国进行文化建设时是否要有

宗教参与，中国是否要有自己的宗教，成为一个重要文化课题。章太炎的宗教观是对此课题的

一个回应。  

1906 年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作演说，主张中国现在最紧要去做的事有两件，“第

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主

张在中国设宗教，并主张这种宗教当以佛教为其基础，即在佛教的基础上建立本国的宗教。他

说，有人说佛教看一切众生命，皆是平等，就不应生民族思想，也不应说逐满复汉。殊不晓得

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州政府待我汉人政府种种不平，岂不应该

攘逐。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起见，固是重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也是最为重

要。总望诸君同发大愿，勇猛无畏。 

1906 年 10 月 8 日《民报》第 8 号出版，载章太炎《无神论》与《革命之道德》。在《无神

论》中，他说：世上立宗教谈哲学者，不外有三。其一是惟神的宗教，其二是惟物的宗教，其

三是惟我的宗教。他说“惟物之说，犹近平等，惟神之说崇奉一尊，与平等绝远也。欲望使生

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他批评基督教，“神者非由现量，亦非自证，直由比量可知”，指陈基

督教的唯神论完全是一种虚构，其思想基础也“崇奉一尊”。 

同年（1906 年）章太炎有《建立宗教论》刊于《民报》第 9 号。《建立宗教论》批判康德：

“夫使此天然界者固一成而不易，则要求亦何所用？知其无得而要幸于可得者，非愚则诬也”。

他以为建立宗教当以泛神论为基础，不过其“损减自心，而增益外界”也有缺点。他说：“今之

立教，惟以自识为宗”，即以佛教唯识宗为宗。“特不执一己为我，因以众生为我”，“故一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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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众生为念，其教以证得涅槃为的，等而下之，则财施无畏施等，亦与任侠宋、鲁所为不异。

乃有自舍头目脑髓以供众啖者。”
[7]
 

从以上看，章太炎提倡中国应有宗教，主要指的是佛教。事实上章太炎到日本后，对佛教

多有关心。《自述学术次第》云：“既东游日本，提倡改革，人事繁多，而暇辄读藏经，又取魏

译《楞伽》、《瑜伽》者。”
4 

章太炎既然主张佛教信仰，则对康有为的孔教观表示反对。1907 年，康有为与梁启超努力

展开立宪运动的同时，康有为门徒在美国纽约发起昌教会，主张“昌明孔教”，意欲“将来拟辑

《孔教约编》，以英文译之。”章太炎以为：“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

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怀者留连弗替。”
[8]
不言孔学则已，若言孔学，愿亟以提倡历

史为职。
[8]
对于中国宋明理学，即使是王阳明的心学，也在他的反对之列。

5
 

章太炎说的以宗教发起信心，其“信心”还包括民族的“道德信心”。可以说，章主张中国

要有宗教，很大意义上是为了建立中国的道德信仰世界。 

他在《革命之道德》中说： “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道德之为用，非特革命而

已，事有易于革命者，而无道德亦不可就。一于戊戌变法党人见之，二于庚子保皇党人见之。

戊戌变法，惟谭嗣同、杨深秀为卓厉敢死。”他以为道德的主要内容是顾炎武所提出的“知耻”、

“重厚”、“耿介”、“必信”。 

他说今日之道德，由职业而变。中国的职业又有 16 种之多。有农人、工人、商人、学者、

官僚与军官等。他说，最有道德的是“农人”，“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工人“坚毅不屈”与农人

无异，商人则往往与农工业“相类”，惟有官僚与军官是最没有道德的人。他呼吁提倡佛教为大

众道德起见，固是重要；为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最为重要。一旦有宗教心鼓动，最热心的事

就干得起来。 

确实，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牵涉到要不要在中国建立新信仰世界的问题，以及建立什么样

的信仰世界的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要提出。 

其一，“新信仰”是物质论的还是精神论的？抑或是精神与物质统一论的。“五四”以后在

中国学界占重要地位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物质论的“唯科学论”的信仰观。中国对詹姆士与杜

威、罗素学说的引进是对唯科学主义信仰论的支持，而伯格森思想的输入则体现了对精神主义

信仰观的声援。 

其二，信仰有其本体认求与社会追求。中国儒学信仰以孔子为例，主要是政治哲学而非心

灵哲学；所缺少的是精神“关怀”，所多的是政治“关注”（以孔子原典思想最为典型，以后心

学与理学情况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大问题，因此而使中国原典信仰出现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成

为世界上最少宗教性格的思想体系。 

易言之，孔子原典思想所构筑的主要是一种社会理念与政治信仰，而在建造中国人心灵境

界与意义世界方面，其精神资源显见匮乏。
6
 

章太炎宗教观的提出，说明他主张精神论的信仰观，并欲以此作 20 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精

神基石；同时说明他已意识到孔子思想对精神关怀的欠少，意欲通过阐扬中国式“宗教”，弥补

中国文化因孔子造成的一大缺陷。 

综上所述，章太炎宣传“国粹”，主张建立适应新世纪、新形势的新民族文化，于 20 世纪文化

建设至关要紧的“民族取向”课题，作出了规划；强调宗教尤其是佛教对于建立中国人道德信

仰世界的重要，就文化重构的“多元融合”与“思想配伍”问题，提出了建言；对孔子发起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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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而对诸子学说多作张扬，其实效乃撤散孔家宫殿，冲淡孔子权威，为 20 世纪中国文化建筑破

旧立新，做了清扫“地基”、抉择“建材”的工作，其内蕴精髓与此后的五四精神实已发生无形

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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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个时期“民族”的含义是双义的。其一是相对于外国而言的“中华民族”，是通用的“民族”的本意。其

二是相对于“满族”的狭义的“汉族”。章太炎在许多情况下使用的是“种族”，此乃“民族”概念的第二种语

义阐说。 不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也是章太炎思想主线。因此，章太炎的“民族主义”实包括反对帝国主义“民

族主义”与反对满清统治的 “种族革命主义”的双重意义。 

2． 訄《 书》1900 年（光绪 26 年）初刻于苏州。共 50 篇，另补遗 2篇。书名言相迫之意。1904 年在东京铅印

出版，为重订本。其中《订孔》、《儒法》、《学变》等篇批判儒家思想。《天论》、《公言》、《原变》、《原人》等解

释其哲学观点。以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宣传进化论，反对宗教迷信。与初刻本比较，反映了作者由改良

到革命的思想飞跃。1906 年至 1910 年之间又作修改。1914 年再加增删， 

3．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说：“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盖孔子当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贤路壅塞，

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见志。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 

4．稿本，上海图书馆藏。转引《章太炎年谱长编》，第 230 页。 

5．章太炎著有《谴王氏》，谴责王阳明“其学既卑，其功又不足邵”（《文录》卷一）。 

6．中国宋明时代以理学与心学为代表的新儒家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儒家对建设中国人心灵境界与意义世

界的关心与精神转轨。而做到这一点，实是儒家思想本身感遇危机的结果。还要说明，在做这方面工作时心学

之贡献，远比理学为著。有一种观点认为，直至 20 世纪新儒家所作的儒家重构工作，其结构之精与层面之高，

还未超越心学的水平。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Zhang Taiyan’s Promo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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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Zhang Taiyan actively endorsed the project of promoting “national quintessence” and contest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national culture, appropriate to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20th century, was critical 

to the reorientation of the nation. His proposal emphasized on the importance of religion, especially 

Buddhism,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moral and belief world. His critic on Confucius and upholding 

to other schools challenged the authority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and laid a foundation for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It was substantially close to the spirit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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